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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論中國國民黨之社會民主黨性質

⊙ 王炯華

 

社會民主黨最早出現在19世紀40年代的法國。這裏所說的社會民主黨主要是指19世紀後半葉

以來出現的社會黨、工黨、社會民主黨、社會民主工党等以民主社會主義為基本行動綱領的

各種社會主義政黨的總稱。歷史上，馬克思和恩格斯（尤其是恩格斯）的政治生涯中有很長

一段時期是與社會民主黨的活動聯繫在一起的。

關於中國國民黨之社會民主主義問題，最早是李達先生提出的。1923年5月，他在《新時代》

發表《馬克思學說與中國》這篇可視為當時中國馬克思主義水準的標誌性文章中，不僅初步

提出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這一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而且闡述了國共合作的必

要性和共產黨對於國共合作應取的方針，並認為「中國國民黨似乎是一個社會民主的黨派，

有資本家、知識份子及勞動者三種黨員，共產黨至好是影響他們向左傾。」顯然，李達是從

組織成分上認定中國國民黨之社會民主黨性質的，這在當時是一種頗合實際的認定。

本文將進一步從歷史與現實方面略論中國國民黨之社會民主黨性質。

一

中國國民黨前身是孫中山組織和領導的同盟會。同盟會雖然主要是由知識份子組成的革命組

織，並未標明其社會主義政黨性質；但是，卻具有明顯的社會民主主義傾向。

首先，孫中山從英國去日本組織同盟會途中，曾在當時第二國際總部所在地比利時的布魯塞

爾停留，訪問第二國際書記處，提出接納他的興中會為第二國際成員的請求，只是因為第二

國際書記處書記王德威爾得、胡斯曼等人認為當時落後的中國還不具備社會主義革命的條件

未予批准而已。但是，孫中山並未氣餒，他在布魯塞爾購買了一批社會主義書籍帶往日本，

後來悉數交給中國社會黨領袖江亢虎研究。這表明同盟會成立前夕，孫中山已具有明顯的社

會民主主義傾向。

同盟會的社會民主主義傾向則直接表現於其指導思想和政治綱領，這就是孫中山所制定的三

民主義。

1905年，在由孫中山口授、胡漢民執筆的同盟會機關報《民報》「發刊詞」中，三民主義第

一次問世。孫中山說：「余維歐美之進化，凡以三大主義：曰民族、曰民權、曰民生。羅馬

之亡，民族主義興，而歐洲各國以獨立。洎自帝其國，盛行專制，在下者不堪其苦，則民權

主義起：十八世紀之末，十九世紀之初，專制僕而立憲政體殖焉。世界開化，人智益蒸，物

質發舒，百年銳於千載，經濟問題繼政治問題之後，則民生主義躍躍然動。二十世紀不得不

為民生主義之擅場時代也。」這就是說，孫中山以歐美進化之經驗，揭櫫民族、民權、民生



三民主義之意義，更張二十世紀民生主義之大旗，其思想真可謂融合中外、貫通古今之創

造；其革命也屬救國拯民之深思和遠慮！也就是說，孫中山三民主義之民族主義，拋棄了同

盟會之前身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驅除韃虜」一類狹隘民族主義，而具有國內外各民族

一律平等的涵義；民權主義，也就是民主主義；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孫中山後來一再強

調這一點。

接著，胡漢民之《民報之六大主義》一文又第一次完整、準確地闡述了三民主義，並具體揭

示「本雜誌（《民報》）之主義」六項：（一）顛覆現今之惡劣政府。（二）建設共和政

體。（三）土地國有。（四）維持世界真正之平和。（五）主張中國日本兩國之國民的連

合。（六）要求世界列國贊成中國之革新事業。」它既是《民報》詳確的宣言，也是同盟會

的六條政綱。其（一）（二）（三）條對內為三民主義，即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

義；（四）（五）（六）條則為對外之手段。胡氏這《民報之六大主義》則被視為「同盟會

時期受孫先生指導，公認之革命綱領」。

胡氏在闡述「民報之六大主義」第三項時直接提到社會主義。他說：「近世文明國家所病

者，非政治的階級，而經濟的階級也，於是而發生社會主義，其學說雖繁，而皆以平經濟的

階級為主。」他認為，社會主義又可分「共產主義與集產主義」。土地國有則是集產主義的

一部分，如果用國有主義解決土地問題，「社會主義乃順於國民心理，而又擇其易者以從

事，其成功非獨所期，殆可預必也。」

特別是，胡漢民主編的《民報》與梁啟超的《新民叢報》之間，還進行了一場極富意義、影

響深廣的論戰。

1906年3月，梁啟超以飲冰室筆名在《新民叢報》發表《開明專制論》，極言社會革命之可

怖，認為「若乃欲以野蠻之力殺四萬萬人之半，奪其田而有之，則靡特人道不應有此豺性，

即社會主義之先輩，亦不聞有此學說」。他攻擊孫中山同盟會是「博一般下等社會之同情，

冀睹徒、光棍、大盜、小偷、乞丐、流氓、獄囚之悉為我用，懼赤眉、黃巾之不滋漫，而復

從而煽之」，必使國家「億劫不可復」。他還表示「雖以匕首揕吾胸，吾猶必大聲疾呼曰：

敢有言以社會革命（即土地國有制）與他種革命同時並行者，其人即黃帝之逆子，中國之罪

人也，雖與四萬萬人共誅之可也。」

梁啟超的這篇《開明專制論》對孫中山同盟會的攻擊，挑起了《民報》與《新民叢報》之間

的這場論戰。這場論戰既是革命與保皇的論戰，又是社會革命即社會主義論戰，胡漢民則是

這場論戰同盟會《民報》一方的主將。

1906年6月，胡漢民在《民報》第5期發表《斥新民叢報之謬妄》一文，他猛烈抨擊了梁啟超

非難社會革命的言論。

一是梁啟超「所謂民生主義者，摭拾布魯仙士門麥喀等架空理想之唾餘，欲奪富人所有以均

諸貧民」。其所說布魯仙士門麥喀，即是今譯蒲魯東、聖西門、馬克思。他直認民生主義者

是摭拾蒲魯東、聖西門、馬克思的唾餘，又認蒲魯東、聖西門、馬克思為空想，是欲奪富人

所有以均諸貧民云云，這自然既是附會，又是不懂社會主義特別是馬克思科學社會主義為何

物，所以胡漢民直截了當地指出：「夫梁氏於民生主義無所知，以為架空理想，不能實現，

本不足怪。但謂奪富人之所有，奪之一字，誰告汝者……均富之方法至多民生主義學者所

主，不勝縷舉。梁氏不解所謂，則不知蓋闕可耳，而遂謬作是語，是決為無理謾罵不得自解

也。」



二是梁啟超所謂「夫以歐美貧富極懸絕之社會，故此主義常足以煽下流」。胡漢民認為這是

梁啟超不知民生主義為何物，而盡以輕薄之詞抹殺之矣。因此他又指出：「民生主義者，先

覺之士見乎經濟階級之為梗於社會，而講救濟之方法，欲實現其平等博愛之思想者也。」而

梁啟超所謂足以煽下流云云，不過是「信口開河，狂燥不止，不仁不智」。

最後，胡漢民一針見血地指出：梁啟超既不能在理論求勝，也無一定政見，其內心隱處則是

「徒怯乎民族主義之日盛，而使彼保皇黨人無立足之餘地，故強起而爭之」。

1907年3月，胡漢民在《民報》第12期又以「民意」筆名發表的《告非難民生主義者（駁〈新

民叢報〉第十四號〈社會主義〉）》一篇最終迫使《新民叢報》停刊的長文。這既是《民

報》闡述民生主義最重要的著作，也是中國最早一篇社會主義論戰檄文。

在這篇長文中，胡漢民明確指出，梁啟超關於社會主義和社會革命問題之謬誤的「總根本」

在「不識經濟學與社會主義為何物」，在經濟觀念上存在著八大謬誤：一是「以土地為末，

以資本為本」；二是「以生產為難，以分配為易」；三是「以犧牲他部人而獎勵資本家為政

策」；四是「以排斥外資為政策」；五是「不知物價之由來」；六是「不知物價貴賤之真

相」；七是「不知地租與地稅之分別」；八是「不知個人的經濟與社會的經濟之分別」。 梁

啟超「自相挑戰，亦緣之而起」。

胡漢民集中批駁了梁啟超反社會革命之言論，闡述了同盟會行社會革命之論據。

首先是所謂中國不必行社會革命論。梁啟超認為，歐洲之社會革命論是「經由現今經濟社會

組織不完善而來」；而中國自秦漢以來無貴族壟斷土地，無長子繼承權，亦無貴族與教會代

收賦稅之富，其現今之經濟社會之組織「優於」歐洲，只要「稍加補苴之力，使循軌道以進

化，而危險之革命手段非適所用」。胡漢民反駁說，梁啟超以歐洲經濟社會史為唯一之論據

而不敢道及美國經濟社會史隻字。美國以新立之國，其初亦無貴族制度，亦無長子繼承權，

亦無貴族與教會代收賦稅、壓制苛脧齊氓之蔽，但社會問題更形嚴重，今之言社會主義「急

於歐也」。因此，要使中國經濟現象「不至陷於歐美今日之窮境」，必行社會革命。就是

說，通過社會革命，先解決土地國有問題，使其不得入於少數人之手。「此所謂先患而預防

也」。

其次是中國不可行社會革命論。梁啟超認為，中國不可行社會革命是因為要保護資本以與外

國資本競爭，防止外國資本的侵入。這就是說：「中國今日經濟界之前途，當以獎勵資本家

為第一義，而以保護勞動者為第二義。」胡漢民反駁說，中國近百年來的「窮蹙之象」是因

為「生齒日繁，而經濟界生產分配之方法，不見其改良進步；並不是由於外資的輸入」。日

本自與外國通商及改變生方法以來，其經濟界之活氣，還逐步增加，並以一後起小國與歐美

進行國際競爭。這就是說，「梁氏抵排外資之政策，求之各國，無其類別」。中國土地歸於

國有，也就是全國大資本歸於國有；唯有國家為大地主、大資本家，才足以造福於全體國

民。並且中國具有經營大事業之能力，「則外資輸入有利無損」，即可補本國資本之不足而

謀產業之發達。由此，中國可行社會革命。

最後是中國不能行社會革命論。梁啟超認為，解決土地國有問題並不能解決整個社會問題，

徹底的社會革命是舉一切生產機關國有，這在歐美百年之後「猶未必能行之，而現在之中

國，更無論也」。由此，中國只能行社會改良，而不能行社會革命。胡漢民反駁說，歐美社

會問題是「積重難返」，中國則是「消患未然」。其處勢既異，歐美之不能者，「固不害為

我國所能也」。他反詰梁啟超：所謂「圓滿之社會革命」究竟是何種程度？有沒有以條件之



多少為「圓滿」與否之方程式？是不是以絕對者為「圓滿」，相對者為不「圓滿」？他指

出：「社會主義亦止言資本之大部分歸國有，不能謂一分資本歸國有。」他強調指出：「今

之最能以《資本論》警動一世者，莫如馬爾克及因格爾士（引按：馬克思、恩格斯最早中譯

名之一）。二氏不惟認許自由資本之私有，即農夫及手工業者之資本私有，亦認許之。」這

就是說，社會革命只是實行土地和大資本國有，小企業小資本仍聽由自由競爭；並且「均

富」也不是平分財產，而是人民機會均等，依其才能而定酬勞。」

革命派與改良派這場關於社會革命的論戰，在當時無疑從屬於資產階級革命範疇；但是卻又

發生於馬克思主義已開始在中國的初步介紹過程中。論戰雙方雖然對於馬克思主義還沒有完

全真切的瞭解，中國社會也還不具備馬克思主義生長的土壤和條件；但是，它卻顯然是中國

人最初涉及馬克思主義社會革命的一場思想論戰。另一方面，在論戰中，胡漢民對於梁啟超

的批駁，在論理上又是頗有深度的。他不僅廣涉歐美日本社會經濟發展的事實，而且能初步

運用馬克思學說析難。從他在這裏的立論觀點和論辯方法，我們已經可以看到馬克思主義對

他的最初影響。進一步說，胡漢民與梁啟超這場社會革命論戰，實際上是中國第一場社會主

義論戰，它是民國初年煮塵即王輜塵與杜亞泉、錢智修之間社會主義論戰和五四時期社會主

義論戰之先聲。

二

1912年2月底3月初，中國出現了組黨熱潮，在湧現出來的許多政治團體也就是政黨中，以立

憲派人士為主體，吸收部分舊官僚和從革命派中分離出來的革命黨人所組成的政團，它們的

基本立場是擁袁反孫，對同盟會十分不利。袁世凱取得臨時大總統，同盟會又成為在野黨。

這時，孫中山、黃興等才深感十分必要加強同盟會的組織建設，使它成為全國性的大黨。於

是他們指定居正等人負責同盟會改組的籌備工作。

3月3日，同盟會在南京三牌樓第一舞台召開本部全體大會，四五千人到會，選舉孫中山為總

理，黃興、黎元洪為協理，並選舉胡漢民、汪精衞、張繼、宋教仁等人為幹事，宣佈同盟會

正式改組為公開的政黨。同盟會改組後的宗旨是「鞏固中華民國，實行民生主義」。同盟會

改組為公開政黨後，在組織上得到迅速發展。但是，在思想認識上，仍然存在著嚴重分歧意

見，會員既有激進派，又有穩健派。這兩派各自利用自己掌握的報紙，進行公開激烈的論

戰。這就正如胡漢民所說，同盟會是以知識份子為主體加上流氓無產階級與華僑之小資產階

級、工人階級構成並集合于知識份子旗幟之下的革命政黨。其廣大黨員既不覺悟革命不徹底

之必無所得，又由其小資產階級之階級性決定，一旦稍免於壓迫之形式，即具有離開革命之

傾向。再加上同盟會組織的不完善，党于黨員，不能收以臂使指之效，亦不能深入群眾而領

導之。所以一旦革命形勢發生變化，同盟會的種種弱點也就不能不表現出來。

1912年8月，宋教仁等人促成統一共和黨、國民共進會、共和協進會、國民公黨與中國同盟會

合併，在北京成立國民黨。孫中山應邀出席成立大會，發表演說。孫中山以最大多數票當選

為國民黨理事長，黃興、宋教仁、王寵惠等為理事，胡漢民等29人為參議。在中華民國成立

後，國民也就是人民，因此國民黨的字面意義也就是人民黨。

有鑒於袁世凱的種種倒行逆施，孫中山決定再次東渡日本，重聚力量，再舉革命！他考慮，

原國民黨人「談及將來事業，意見分歧。或緘口不談革命，或期革命以十年。種種灰心，互

相詬誶」。為改變國民黨的這種狀況，這一次，他要組織革命中堅分子將革命進行到底。於



是1913年9月，孫中山決定籌組中華革命黨，自任中華革命党總理。中華革命黨黨章共39條，

其中最關重要的是「（一）本黨以實行民權、民生兩主義為宗旨。（二）本黨以掃除專制政

治、建設完全民國為目的」。它規定，憲法頒佈以後，國民一律平等；並實行五權憲法和四

院制即立法院、司法院、監督院、考試院等。

1919年五四運動期間，胡漢民高度評價新文化啟蒙中包括馬克思主義在內的新思潮，認為它

「可以說在中國歷史上開個新紀元」。而中國之所以出現這種新思潮，「其中重要的原因，

是在生活矛盾上。生活上常常在那裏發現矛盾，就給社會上所有的人一個大打擊。那些比較

明白的人，因打擊而發生感觸，就想去解剖那些切近人生的疑問題」。雖然那些切近人生的

疑問題並未解剖清楚，但是黑暗的現象卻被顯露出來，於是出現新思潮運動。日本思潮很發

達，最大的原因也是生活不安。因此他提出，現在社會生活上的矛盾，我們應該去研究。

這年8月，孫中山還在上海創刊國民黨的理論刊物《建設》雜誌，並由胡漢民任總編輯。孫中

山在《發刊詞》中規定《建設》雜誌之宗旨與目標是「以鼓吹建設之思潮，展明建設之原

理，冀廣吾黨建設之主義成為國民之常識，使人人知道建設為今日之需要，使人人知建設為

易行之事務。由是萬眾一心以赴之，而建設一世界最富強最快樂之國家，為國所有、為民所

治、為民所享者」。胡漢民在《建設》雜誌尤其發表其撰寫的《唯物史觀批評之批評》、

《中國哲學史之唯物的研究》、《從經濟的基礎觀察家族制度》、《考茨基底倫理觀與羅列

亞底倫理觀》、《階級與道德學說》、《孟子與社會主義》等多篇在當時理論水準最高、影

響很大的傳播馬克思主義的長文，從而使他成為五四馬克思主義傳播的突出代表。瞿秋白20

年代甚至稱他是「中國最早的馬克思主義者」。後來的事實表明他當然不是馬克思主義者，

甚至還反對馬克思主義特別是史達林主義關於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理論與實踐，然而

實際上卻為唯物史觀在中國的啟蒙傳播作出了重要的學理貢獻。

這一時期，1909年入同盟會、時任援閩粵軍總司令的陳炯明(1878-1933)駐章州期間，還大講

社會主義，建設閩南護法區，贏得了「模範小中國」的美譽。戴季陶也撰述了《從經濟上觀

察中國底亂源》等傳播唯物史觀的文章，並且參加了中國共產黨的籌建活動。

這就是說，從同盟會改組為國民黨，經中華革命黨再到國民黨，都延續著同盟會的社會民主

主義傾向。

三

1922年7月26日，蘇俄政府任命人民外交委員會副委員長越飛擔任派往中國的特命全權大

使。1923年1月17日，越飛從北京到上海。他在同孫中山交換意見後，於26日發表《孫文越飛

聯合宣言》。雖然，「孫逸仙博士以為共產組織，甚至蘇維埃制度，事實均不能引用於中

國」，但卻使國民黨走上了以俄為師的道路，到1923年10月，孫中山還接受俄國政府外交代

表加拉罕的直接推薦，委任負有重要使命的鮑羅廷為國民黨顧問。

1924年1月20日，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孫中山指定胡漢民和汪精衛、

林森、謝持、李大釗五人為主席團主席。胡漢民在大會提出了國民黨的「民主集權制度」。

中國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宣言則是由共產黨人、中國國民黨顧問鮑羅廷和瞿秋白以及孫中

山助手胡漢民、汪精衛草擬的。它再一次宣佈：中國國民黨之主義即孫先生所提倡之三民主

義是已。它解釋說：中國國民黨之民族主義，有兩方面之意義：一則中國民族自求解放；二

則中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中國國民黨之民權主義，則於間接民權之外，複行直接民權，



即為國民者不但有選舉權，且兼有創制、複決、罷官諸權也。近世各國所謂民權制度，往往

為資產階級所專有，適成為壓迫平民之工具。若中國國民黨之民權主義，則為一般平民所共

有，非少數者所得而私也。中國國民黨之民生主義，其最要之原則不外二者：一曰平均地

權；二曰節制資本。蓋釀成經濟組織之不平均者，莫大於土地權之為少數人所操縱。故當由

國家規定土地法、土地使用法、土地徵收法及地價稅法。私人所有土地，由地主估價呈報政

府，國家就價徵稅，並于必要時依報價收買之，此則平均地權之要旨也。凡本國人及外國人

之企業，或有獨佔的性質，或規模過大為私人之力所不能辦者，如銀行、鐵道、航路之屬，

由國家經營管理之，使私有資本制度不能操縱國民之生計，此則節制資本之要旨也。舉此二

者，則民生主義之進行，可期得良好之基礎。它還宣佈了中國國民黨之政綱，提出了其對

內、對外政策，並宣告，它所提出的這些對外、對內政策，「皆吾人所認為黨綱之最小限

度，目前救濟中國之第一步方法」。

十分清楚，這個由國民黨人和共產黨人共同起草的中國國民黨宣言所表述之核心內容是民族

獨立、民族平等之民族主義，一般平民所共有的直接民權即民主之民權主義，平均地權、節

制資本之民生主義，加上聯共、聯俄（國民黨說的是容共、容俄）和扶助農工，不管是用共

產黨人所講的新三民主義，還是中國國民黨人一以貫之的三民主義，都屬於社會民主主義。

四

中國國民黨之社會民主黨性質尤其體現其在台灣的實踐，這就是實踐其均富和民主的社會民

主主義政策。

中國國民黨在大陸的失敗，使蔣介石一班國民黨人不能不反省。他們總體上認為，中國國民

黨不是被中國共產黨打敗的，而是被國民黨自己打敗的。於是，他們進行了一場類似中國共

產黨延安整風式的中國國民黨改造、重整運動，促使以蔣經國為代表的國民黨少壯派的擢升

政壇，促進三民主義在台灣的付諸實施，包括用國家贖金的方式把地主的土地免費分給無地

或地少的農民，成功地進行了土地改革，既實現了耕者有其田的民生綱領，又沒有破壞生產

力，而使地主所得贖金投資工商業。中國國民黨在台灣還實行節制資本的既定方針，著力發

展中小企業，注意防止貧富懸殊；注意勞動保護和醫療、救濟等社會福利事業。

中國國民黨的社會民主黨性質尤其表現在蔣經國主政時期。

蔣經國青年時期就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他的同學中有鄧小平等著名共產黨人，他本人也

參加了聯共（布）而成為共產黨員。他在蘇聯的一家工廠工作，並在蘇聯娶妻生子，直到

1937年國共重新合作才回國。經過乃父蔣介石親自安排的一段「閉門思過」之後，他出任江

西贛南專員。他顯然是以共產黨的經驗治理贛南，嚴厲打擊社會犯罪，認真整治社會秩序，

加上他本人的克勤克儉之平民專員作風，終於把一個爛攤子的贛南治理得「道不拾遺，夜不

閉戶」，被當時國民政府譽為模範專區。

蔣經國在台灣擢升政壇後，特別是在他接掌台灣的最高權力後，全心全力推動了以交通、能

源為中心的經濟建設，推動科學園區的建立，為台灣創造了經濟奇跡。在經濟發展之後，又

大刀闊斧地推行政治改革，開放黨禁、報禁，進一步推動了政治民主化。所謂政治民主化，

包括排除所謂威權的政治，奠定了一個政黨之間，政黨互動的一個模式。蔣經國還是深得台

灣人民認同的平民領悟人。他輕車簡從，常常去農村渡週末，與農民話家常，肚子餓了，就

在路邊小店自己解決。蔣經國這些可圈可點的政績，便成為台灣經濟起飛、政治民主化的基



本經驗，實際上也就是中國國民黨之社會民主主義政策的全面實施。

2000年大選，雖然使百年老黨中國國民黨失去政權而成為在野黨；但是，其所建立的政治民

主化的機制還在，並且在台灣還不大可能重建一黨政治而逆民主政治的潮流而動。今日，中

國國民黨正在為重新執政而努力，其理念也仍然是體現其社會民主義政策的均富和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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